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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安全条款介入私法合同关系：中澳合同效力当国家安全条款介入私法合同关系：中澳合同效力
制度的比较与反思制度的比较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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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近年来，国家安全审查日益影响外国投资、关键基础设施、战略产业及跨境数据等
交易活动。本文以中国与澳大利亚合同效力制度为比较对象，分析国家安全规范介入跨境合同后
的法律效果。国家安全本身并非独立的合同撤销事由，只有在缔约过程中进一步形成欺诈、重大
误解等意思表示瑕疵时，才可能适用撤销制度。若合同内容违反涉及国家安全的强制性规范的，
应结合规范目的判断其效力。澳大利亚普通法、衡平法及新南威尔士州《1980 年合同审查法》所
体现的多元救济方式，对我国完善相关制度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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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0 引言

随着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安全化趋势加强，
国家安全因素逐渐进入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领
域。近年来，美国、英国、欧盟和澳大利亚不
断强化外国投资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相关监
管措施主要表现为批准、禁止交易、附加条件
或者采取风险缓解措施等公法上的监管决定。

国家安全监管进入私人合同关系后，可能
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当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
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等意思表示瑕疵的情
形，应判断是否符合合同撤销制度。若合同内
容违反国家安全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则应进一
步分析相关规范是否影响合同效力。合同成立
后发生的国家安全政策或者监管变化，则涉及
合同履行障碍及风险分配问题，应当根据具体
情形适用相应的合同救济制度。

本文以中国与澳大利亚为比较对象，结合
我国《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及履行的规定、
澳大利亚普通法与衡平法上的合同救济，以及
新南威尔士州《1980 年合同审查法》，分析国
家安全规范介入合同关系的不同路径，并探讨
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方向。

1 国家安全规范进入合同法的规范基础1 国家安全规范进入合同法的规范基础

1.1 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合同自治1.1 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合同自治

国家安全属于需要法律保护的重要公共利
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53 条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的除外。该规定表明了违反强制性规
定与合同无效之间并不存在当然联系。对于具
体强制性规范是否影响合同效力，还应当结合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并根据规范目的作具体判
断。

国家安全规范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对于
直接禁止特定交易的规范，可能与合同履行产

生直接冲突。对于要求申报、信息披露或者取
得行政批准的规范，则主要涉及交易主体的监
管义务。违反规定可能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后
果，但是否进一步影响合同效力，仍须结合规
范目的具体判断。

1.2 强制性规范的不同作用阶段1.2 强制性规范的不同作用阶段

国家安全规范可能在合同订立、效力判断
及履行阶段发挥作用。在缔约阶段，国家安全
规范可能要求投资者进行申报交易、披露信息
或者取得批准。违反此类规定可能产生行政责
任，但并不当然导致合同自始无效。在合同效
力判断阶段，如果法律直接禁止特定交易，应
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分析该规范是否具有
影响合同效力。在履行阶段，监管规则发生变
化并造成履行障碍的，争议重点则转向合同能
否继续履行。此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构
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并结合合同约定确
定是否解除合同以及损失如何分配。

2 国家安全介入合同的效力判断2 国家安全介入合同的效力判断

2.1 意思表示瑕疵与合同撤销2.1 意思表示瑕疵与合同撤销

 我国民法典就合同无效与可撤销的事由设置了
清晰的法律界线，二者适用条件和法律效果各
不相同。国家安全因素可能构成撤销事由的事
实背景，但其本身并不构成独立的撤销事由。
例如，一方当事人明知某项跨境交易依法需要
接受国家安全审查，却故意隐瞒相关情况，导
致相对人在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订立合同。在符
合欺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合同可撤销的法律
依据仍然是欺诈，国家安全审查只是相关事实
背景，真正影响合同效力的是当事人的欺诈行
为。

如果国家安全审查所涉及的事项属于当事
人订立合同时的重要事实，当事人对该事项存
在错误认识，并且该错误认识对合同订立产生
重大影响，可以依照《民法典》第 147 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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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判断时应结合该事
项在具体交易中的重要程度以及错误认识对合
同订立的实际影响。

如果合同成立时不存在法定撤销事由，而
国家安全监管措施在合同成立后才发生，原则
上不应通过撤销制度处理。此时，应转向合同
履行规则，判断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情势变更
或者其他解除事由。

2.2 违反国家安全强制性规范与合同无效2.2 违反国家安全强制性规范与合同无效

合同违反国家安全强制性规范是否导致无
效，不能仅以规范是否具有强制性作为判断标
准，而应当结合规范所禁止的行为、所保护的
利益以及否定合同效力是否属于实现规范目的
所必要的法律效果加以判断。如果法律直接禁
止某类交易，而合同履行本身将实现被禁止的
结果，则合同与强制性规范可能存在直接冲突。
此时，应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结合规范
目的判断合同效力。

对于申报、审批和信息提供等程序性规定，
则应作不同处理。违反此类规范可能引发行政
责任。只有在相关规范的目的在于否定合同效
力时，才有必要进一步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判断。

2.3 国家安全监管变化导致履行障碍时的法2.3 国家安全监管变化导致履行障碍时的法
律救济律救济

合同成立时符合法律规定，但此后国家安
全政策或者监管规则发生变化，致使原有合同
受到限制，应结合监管变化对合同履行的实际
影响，判断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
并依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确定解除、终止及
损失分担等后果。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在科德尔法建筑公司诉
新南威尔士州铁路局案（Codelfa Construction 
Pty Ltd v State Rail Authority of NSW）中讨论了
合同履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的合同受挫问题。
该案中，法院发布的禁令限制了施工时间，导
致承包人无法按照原计划完成施工。法院最终
认定合同因该事件而受挫，双方当事人的合同
义务随之终止。

该案表明，合同成立后外部法律环境发生
重大变化时，应当首先考察该变化对合同履行
产生的实际影响，而不宜仅因事后监管变化否
定合同成立时的效力。我国处理国家安全监管
变化引发的争议时，也应区分合同成立时的效
力问题与履行阶段出现的障碍。

3 中澳国家安全监管与合同效力制度的比3 中澳国家安全监管与合同效力制度的比
较较

3.1 我国法的规范路径3.1 我国法的规范路径

我国现行法对于国家安全监管与合同效力
之间尚不存在专门的衔接规则。国家安全规范
主要通过具体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监管制度

发挥作用，而合同效力则主要依据《民法典》
的相关规则予以判断。因此，国家安全监管措
施本身不能直接替代合同效力判断。

3.2 澳大利亚法的多元救济路径3.2 澳大利亚法的多元救济路径

澳大利亚合同法主要由普通法、衡平法及
州制定法构成。对于影响合同订立的错误或虚
假陈述，主要通过普通法与衡平法提供相应救
济。

在 Alati v Kruger 一案中，澳大利亚高等法
院处理了虚假陈述导致合同撤销及恢复原状的
问题。在 Taylor v Johnson 一案中，澳大利亚高
等法院讨论了一方当事人明知相对人对重要事
项存在严重错误，却利用该错误订立合同的情
形，并确认在符合衡平法介入条件时可以撤销
合同。上述判例体现了澳大利亚法对合同订立
阶段意思表示瑕疵的救济。

新南威尔士州《1980 年合同审查法》提供
了更为灵活的合同救济方式。该法第 7 条规定，
法院认定合同或者合同条款在订立时的具体情
形下属于不公正时，可以拒绝执行全部或者部
分合同条款，宣告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或
者变更合同条款。第 9 条规定了法院判断合同
是否不公正时应当考虑的相关因素，包括公共
利益、当事人的议价能力、合同是否经过协商、
合同条款的实际效果以及合同订立时的商业背
景、目的等。该法允许法院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拒绝执行、宣告无效或者变更合同等不同救济
方式，体现了澳大利亚私法合同救济的灵活性。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制度主要通
过公法机制处理国家安全风险，与普通法、衡
平法及州制定法上的合同救济分别发挥作用。

3.3 中澳制度的比较及其启示3.3 中澳制度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相关制度虽然在法律渊
源和具体救济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在国家安全
监管与合同效力之间均不存在简单的直接对应
关系。对于合同订立阶段的风险，两国均主要
通过意思表示瑕疵以及相关合同救济规则进行
处理；对于合同成立后的外部环境变化，则需
要根据其对合同履行的实际影响确定相应法律
后果。

我国《民法典》已经通过重大误解、欺诈、
强制性规范以及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等制度形
成较为完整的合同效力和履行规则，但国家安
全监管与这些制度之间的具体衔接仍有进一步
明确的空间。澳大利亚则通过多元救济体系，
允许法院根据合同具体情况选择拒绝执行、宣
告无效或者变更合同条款，为公共利益与私人
合同关系之间的协调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司法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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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安全背景下我国跨境合同制度的完4 国家安全背景下我国跨境合同制度的完
善善

4.1 明确国家安全监管与合同效力的分层处4.1 明确国家安全监管与合同效力的分层处
理机制理机制

国家安全监管进入跨境合同关系后，应当
区分监管措施的类型以及其介入合同关系的阶
段。属于行政申报、审批或者信息披露义务的，
原则上由相关监管规则确定其法律后果，不宜
仅因违反行政义务而当然否定合同效力；属于
直接禁止特定交易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153 条，并结合规范目的判断其是否影响合同效
力；监管措施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并主要影
响合同继续履行的，则应转入不可抗力、情势
变更或者合同解除等制度处理。

4.2 完善跨境合同中的国家安全风险配置机4.2 完善跨境合同中的国家安全风险配置机
制制

国家安全审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其结
果可能直接影响跨境交易能否完成。对于依法
需要接受国家安全审查的交易，当事人可以将
取得相关监管批准或者满足特定监管条件作为
合同交割的前提，并针对审查未通过、附加监
管条件以及监管政策重大变化等情形约定相应
法律后果。通过交割条件、终止条款和费用分
担条款，可以在合同成立时明确当事人对监管
风险的预期。

合同约定并不能排除国家安全强制性规范
的适用。如果相关法律已经明确禁止特定交易，
当事人不能通过风险分配条款使被禁止的交易
获得合法履行的效力。

4.3 完善国家安全监管导致交易失败后的财4.3 完善国家安全监管导致交易失败后的财
产清算规则产清算规则

国家安全监管导致跨境交易无法继续进行
时，除应当判断合同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具有解
除或者终止的依据外，还需要处理合同已经履
行部分所产生的财产后果。《民法典》第 1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力后，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
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
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还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
受到的损失。

对于合同成立时合法有效，但因合同成立
后发生的国家安全监管变化而无法继续履行的
情形，则不宜适用合同无效的财产返还规则，
而应根据不可抗力、情势变更或者合同约定确
定合同解除及其法律后果。已经履行部分的返
还以及价款、标的物等财产利益的处理，应当
结合合同解除的具体法律效果确定。

在跨境交易中，国家安全监管导致交易失
败还可能产生交易费用、融资成本以及资产价
值变化等损失。此类损失应当根据损失产生的
原因、合同约定以及当事人对相关风险的预见
程度分别判断。对于当事人已经通过交割条件、
终止条款或者费用分担条款作出约定的，应当
优先依照合同约定处理；对于合同没有约定的，
则应当根据适用的合同法规则判断相关损失是
否应由一方承担。

5 结语5 结语

国家安全因素进入跨境合同关系后，传统
合同效力判断面临新的考验。判断其法律后果
的关键，在于明确国家安全规范与合同关系之
间的具体法律联系，以及相关监管措施介入合
同关系的阶段。

中澳制度比较表明，国家安全监管与合同
救济应保持适当区分。澳大利亚普通法、衡平
法及《1980年合同审查法》提供的多元救济方式，
对我国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合同关系具有参考
意义。我国未来可以在既有合同法框架下进一
步明确国家安全规范与合同效力之间的衔接规
则，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同时，保障跨
境交易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和法律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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